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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与艺术研究】

论五四小说中的转述语及其现代意义∗

马 治 军　 　 　 晋 海 学

摘　 要：五四小说在转述形式上突破了古代白话小说的叙述格局，主要有四种形态：一是多种样态的直接引语，二
是间接引语，三是自由直接引语，四是自由间接引语。 五四小说中的转述语明显具有对话性质，它们频繁发生在人

物内心、人物之间，以及人物和叙述者之间，是现代人自我意识的真实呈现。 五四小说的转述语中潜在包含着他人

言语，它们之间交错对话，展现出杂语特色。 现代主体在认知结构上的不足经由转述语呈现出来，这种不依靠奇妙

情节产生的反讽修辞，有某种结构上的意义，更具现代性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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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四时期，小说创作彻底颠覆了古代白话小说

的叙述模式，当人们将研究视野都聚焦在叙述时间

或叙述视角等问题上时，其实忽略了另外一个与上

述叙述特征本为一体的转述语问题。 这或许有赵毅

衡所说的我们本不敏锐于言语转述的原因，也或许

有转述语问题自身影响力较小以致无法引起人们注

意的原因。 但毫无疑问的是，相对古代白话小说几

乎清一色的直接引语来说，五四小说中的转述方式

更加多样，其审美特征也更具现代品质，理应是五四

小说“新”叙述模式的一部分。 从国际的研究视野

看，转述语问题自 １９ 世纪以来已受到人们的重视，
巴赫金认为“转述”是人与人之间语言交流的重要

媒介；热奈特提出对他人言语的转述是小说特有的

语言现象：“任何一篇叙事文都不可能‘展示’或‘摹
仿’它所讲述的事。 它只能够详细地、精确地、‘生
动地’讲述，从而或多或少地造成摹仿的幻象，这才

是叙事体的唯一的摹仿法。”①在这样的学术背景

下，我们可调整一下视野，去认真关注一下五四小说

中被忽视的转述语问题。

一、五四小说中转述语的多元形态

人物言语的转述方式在古代白话小说中就已经

出现。 小说家们为凸显叙述的真实感，经常采用带

有引导词和引导符号的直接引语形式，意在表明引

语之内的话语都是人物自己所说，期望读者不要对

全文的真实性加以怀疑。 清末，梁启超积极倡导小

说界革命，开启了古典小说向现代转变的序幕，吴趼

人《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八宝王郎《冷眼观》、刘
鹗《老残游记》等小说中，大胆使用带有间接引语的

转述形式。 这种叙述方式虽然还是一种不自觉的行

为，但已是一种新的进展。 五四小说在文学革命的

推动下，对传统叙述方式进行全面变革，此一时期小

说的人物言语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出现了灵活多

样的转述方式。 具体来讲，大致有如下几种类型。
１．多种样态的直接引语

五四小说中的直接引语形式依然很多，但和古

代小说已经有了质的区别。 五四作家在使用上不拘

泥于引导词的位置，引导词可随着叙述的流动，既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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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前又可靠后，位置非常灵活。 尤其引人注意的是，
为保证叙述的通顺流畅，许多作家更会省去繁多的

引导词。 如《孔乙己》中掌柜和酒客之间的对话：
　 　 有一天，大约是中秋前的两三天，掌柜正在

慢慢的结账，取下粉板，忽然说，“孔乙己长久

没有来了。 还欠十九个钱呢！”我才也觉得他

的确长久没有来了。 一个喝酒的人说道，“他

怎么 会 来？ …… 他 打 折 了 腿 了。” 掌 柜 说，
“哦！”“他总仍旧是偷。 这一回，是自己发昏，
竟偷到丁举人家里去了。 他家的东西，偷得的

么？”“后来怎么样？”“怎么样？ 先写服辩，后来

是打，打了大半夜，再打折了腿。” “后来呢？”
“后来打折了腿了。” “打折了怎样呢？” “怎

样？ ……谁晓得？ 许是死了。”掌柜也不再问，
仍然慢慢的算他的账。②

这段似问似答的对话发生在掌柜和酒客之间，
为了避免读者误解，作家在对话的开端处用了引导

词，但是在随后的一问一答中，作家大胆地省去不必

要的引导词。 这种省略引导词的直接引语形式在其

他五四小说中也多有体现。
２．间接引语

人物言语有主次之分，它们对人物形象的建构

分别起主要作用和辅助作用，为了照顾叙述的流畅

性，五四作家经常会对小说中起辅助作用的人物言

语采用间接引语，这样既不影响人物形象的塑造，又
可保持叙述流的运行速度，是一种新的转述形式。
王统照《遗音》是主人公对他年轻时初恋的追忆，小
说以第三人称的口吻缓缓启封这段人生际遇中“情
海的波纹”，语言细腻感人。 当主人公叙述他“很酸

楚”的心、他母亲由于不同意而说出的“极坚决的

话”，以及讲述“她”的“极凄咽而颤的音”时，作家均

使用了直接引语，但是在上述核心内容之外，小说则

多用间接引语。 汪静之《伤心的祈祷》的主人公值

翿在回城的船上偶遇少年时伙伴秋英，引起了他对

逝去年华的种种追忆，最终却因感其变化之大而无

法释怀。 在小说的结尾，同乡无意间向他传递了秋

英患重病的消息，却激起他强烈的情感回应：“他心

里忽然生出一种恶魔的思想，他憎厌伊，愿伊便这样

死了。”这是叙述者对值翿言语的抽象转述，而不是

它的全部，为了避免读者在阅读上产生歧义，叙述者

紧接着补充说：“他这思想里其实并未含着一丝恶

意，与其说是残忍的恶意，无宁说是一种无可如何的

无助的伤心的祈祷。”③这里，作者关注的是值翿究

竟会在怎样的情感程度上回应这个消息，他不需要

人物话语的全部内容，而只关注值翿感慨的程度。
从叙述效果上看，这段转述语虽然有叙述者浓重的

声音，但是却准确传递了值翿的思想情感，显得言简

意赅，有点睛之效。 这种由间接引语形式所带来的

叙述效果还体现在朋其《蛋》的第四节、冰心《遗书》
的第十二封信等许多作品中。

３．自由直接引语

五四时期的许多作家都喜欢用自由直接引语的

形式讲述自己的思想或情感，转述语内容经常是人

物内心意识的真实记录，与直接引语有很大不同。
郭沫若《歧路》中的“他”为生计原因，决定让妻子带

着三个孩子回日本生活，但是在送走他们之后，他的

愧疚和自责之情却突然无尽地蔓延起来：
　 　 但是妻子们的悲哀是怎么样呢？ 朋友们的

失望是怎么样呢？ 她怕我受累赘，才带着儿子

们走了，她在希望我做长篇呢。 每周的杂志，也
好像嗷嗷待哺的雏鸟一样，要待我做文章呢。
这是我死的时候吗？ 啊！ 太 Ｓｅｎｔｉｍｅｎｔａｌ 了！
太 Ｓｅｎｔｉｍｅｎｔａｌ 了！ 我十年前正是拖着一个活

着的死尸跑到日本去的，是我的女人在我这死

尸中重新赋予了一段生命。 我这几年来并不是

白无意义的过活了的。 我这个生命的炸弹，不

是这时候便可以无意义地爆发。 啊，妻儿们怕

已过了黄浦了，我回去，回去，在这一两个月之

内我总要把“洁光”表现出来。④

上述这段内心独白是“他”的潜意识活动，主要

是对妻子的愧疚之感，从当前的“怕我受累赘”，想
到“希望我做长篇”，再想到十年前她对他的生命拯

救，整段没有受到叙述声音的干扰，非常顺畅地完成

了对人物言语的原味呈现。 黎烈文《舟中》的“我”
对自己思想的忏悔，叶灵凤《女娲氏之遗孽》中“我”
对莓箴的系恋与思索，白采《被摈弃者》中“我”对

“他”的各种幻象与猜测，也都是依托自由直接引语

来转述的。
４．自由间接引语

在上述几种形式之外，五四作家使用较多的还

有自由间接引语，这是他们兼顾小说的启蒙效果与

尊重人物个性的必然结果。 这种形式虽然由叙述者

直接转述，但却是站在人物的立场之上发言的，有人

物主体的个性特色，所以，这是一种混合语。 叶圣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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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途》中惠之因战争停课停薪，他期待好友陈伯通

能帮助推荐一份工作，小说写他在邮寄信件之后，看
到路旁鱼摊时的憧憬之情：“在他脑中显现一只精

瓷的菜碗，绝清的汤，玉兰片和茶腿盖在汤面，底下

是一尾燉熟的鲫鱼。 联带显现的是一把点铜锡的暖

酒壶……”⑤“一尾清燉鲫鱼，一壶‘陈绍’”是惠之

内心喜悦之情的流露，他相信这些画面会在不久的

将来出现在他的生活里，但是这段话语是由叙述者

说出来的，是叙述者对惠之的思绪做出的一次认真

整理。 台静农《天二哥》中小柿子打了天二哥两拳，
作者采用第三人称叙述来表达天二哥的不满和愤

怒：“这两拳是小事，但在天二哥身上却是从来就没

有驮过别人的拳头；虽然十几年前挨过县官的小板

子，那是为的蒋大老爷告他游街骂巷的罪过。 但是

这只能县大老爷和蒋大老爷可以打他，这小柿子又

怎配呢？ 这耻辱，当然他是受不了，于是他发狂，他
咆哮地赶来。”⑥这一转述形式独特的叙述功能吸引

了许多五四作家，鲁迅、郭沫若、叶圣陶等都不同程

度地在他们的小说创作中使用这一形式。
当然，五四小说中的转述语现象绝非像上述所

说的那样单调，而是经常以混合形式出现的。 如叶

圣陶《潘先生在难中》潘先生一家逃难到上海后，陷
入进退两难的窘境，作家先后采用自由直接引语、自
由间接引语以及直接引语的混合形式来表达；潘先

生从上海突然回家，让王妈惊讶不已，作家又使用间

接引语与直接引语的形式进行表达，其间转承非常

自然。 郭沫若《万引》中松野偷到一本自己喜爱的

书，在即将面对自己的夫人时产生了复杂的心情，作
家以自由间接引语、自由直接引语、间接引语和直接

引语的混合形式，详细记下人物内心意识流动的轨

迹，叙述过程非常流畅。
多样的转述形式在五四时期集体亮相并不是偶

然的。 现代叙述者的出现让五四小说的叙述模式发

生多方面的现代转向，受此影响，转述形式也发生了

新的变化。 在直接引语中，人物主体开始发出真正

的声音，引导词的位置可以根据叙述要求自由安排，
甚至省去，呈现出相当大的灵活性。 间接引语在清

末小说中零星点缀式地出现之后，开始被五四作家

频繁使用。 两种自由式引语是五四小说中新出现的

事物，胡亚敏曾说：“鉴于自由直接引语在表达上的

灵活和自由，因而它备受现代作家的青睐。”⑦申丹

认为：“自由间接引语是现代小说中人物话语表达

的重要方式之一，具有多种特殊表达功能。”⑧自由

直接引语善于凸现人物内心的意识活动，自由间接

引语则长于人物心理的理性分析，这两种自由式引

语都是现代小说主要叙述特征的表现，正是它们的

存在让五四小说和古代小说有了显著区别。

二、五四小说中转述语的对话特征

就总体而言，我国古代白话小说的转述语是

“单声语”。 “说书人叙述者”具有绝对权威，人物主

体在这种叙述格局中无法获得真正独立，人物言语

虽然被放进带有引导词标记的直接引语当中，但这

些转述语全部是叙述者的声音，人物主体没有表达

的权利，更不会有自己的声音。 所以，古代小说中的

直接引语只是形式意义上的直接引语，全书只有叙

述者的一个声音。
晚清小说家已经认识到古典小说叙述模式的局

限：“我国小说体裁，往往先将书中主人翁之姓氏、
来历，叙述一番，然后详其事迹于后；或亦有用楔子、
引子、词章、言论之属，以为之冠者，盖非如是则无下

手处矣。 陈陈相因，几于千篇一律，当为读者所共

知。”⑨遗憾的是，他们虽有意识革新，但收效甚微。
五四作家承接晚清小说家的变革意识，却比他们更

坚决。 五四作家在理论上强调作为个体的人的价

值，在创作中推崇具有个性的作家的情感。 他们已

不认同“说书人叙述者”的权威叙事，而是一方面强

调“记叙文应以不露作者面目为正宗”，另一方面反

对“作者对于读者的专制态度”⑩。 受此影响，五四

小说中的各类主体逐渐取得相互独立的权利，为彼

此之间的对话交流提供了可能。 正如巴赫金所说，
“用何种形式表现他人言语，如何嵌进说明他人言

语，这两方面表现了一个统一的东西，即对他人言语

采取一种对话态度；正是这一对话态度，决定着转述

的整个性质，以及转述时所出现的一切意义和语气

上的变化”。 从这个意义上说，五四小说中的转述

语是有对话性质的。
第一，人物之间的对语有了双声性质。 人物之

间的一问一答本身就含有对话因子，而更关键的是

说话人在问答过程中已受到他人言语的影响。 郑振

铎《书之幸运》的主人公仲清嗜书如命，他想购买天

一书局的《浣纱记》《隋唐演义》与《隋炀艳史》三本

书，但是又嫌老板要价太高，他们之间有一段讨价还

价的对话，双方的言语中都包含有两层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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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实在不坏，只是价钱太贵了，不让些是

难成交的。 这种玩玩的书，我倒不一定要买，如
果便宜了，便买，贵了，犯不着买，只好请你们送

到别家去吧。”
老板道：“价钱是实实的，一个也不能让。

不瞒您说，隋唐演义我是花了二十五块钱买下

的，浣纱记是我花了四十块钱买下的，隋炀艳史

却花了我五十块钱……我辛苦了一场，二三十

块钱，您总要给我挣的。 这一次您别让价了。
下次别的交易上，我们吃亏些倒可以。 这次委

实是来价太贵，不能亏本卖出。”
他明晓得秃头老板说的是一派谎话，却不

理会他，假装着不热心要买的样子，说道：“那

末，请你的伙计明天到我公事房里把头本拿去

吧。 太贵了，我买不起。”

仲清的每一句话都是在和老板讨价还价，所以，
他要想尽一切办法伪装自己的真实想法，生怕对方

看懂他的心思而不愿意降价。 老板知道仲清喜欢书

籍，也想借此卖个好价钱，因此，他的每一句话都围

绕仲清展开，他对购书原价的客观描述，已推送出为

他人考虑的忠厚形象，实则是为了有利于买卖的成

交，而避免将自己引向尖刻的传统商人形象中去。
总之，五四小说中人物之间的对话不是简单的问答

体，双方主体经常以对方的态度为思考前提，让对话

呈现出浓郁的双声性质。
第二，人物的内心独白中有了对话的声音。 内

心独白是“人物内心没有说出来的思想过程”，思
想者常常会因为一件事情而忧心忡忡，他无法向其

他人寻求交流，只能面对自己，将自己分裂开来，在
两个自我之间展开对话。 如丁玲《莎菲女士的日

记》中莎菲的一段内心独白：“这是爱吗，也许爱才

具有如此的魔力，要不，为什么一个人的思想会变幻

得如此不可测！ 当我睡去的时候，我看不起美人，但
刚从梦里醒来，一揉开睡眼，便又思念那市侩了。”

在这篇日记中，莎菲始终都在因为凌吉士的存在而

纠结着自己的感情，她将“爱情”本身作为神圣之

物，凌吉士因为沐浴了“爱情”的光环，而变得光芒

万丈，“美人” “骑士”都是莎菲赋予他的昵称，她把

对凌吉士的爱慕看作是对神圣“爱情”的追求。 然

而，莎菲还有另外一个低调、客观、真实的自我，她聚

焦于现实生活中的凌吉士，不断揭露他的各种龌龊

和卑劣之处。 莎菲充满主观浪漫的第一个声音，和

清醒理性的第二个声音，共同存在于她的内心之中，
但它们之间不可调和，谁也说服不了谁，给莎菲的这

篇日记带来了吸引人的力量。
第三，叙述者和人物之间有了对话的可能。 西

摩·查特曼曾说：“人物的言语行为从逻辑上区别

于叙述者的言语行为。 即使人物在讲述故事内部的

一个故事，他的言语行为也总是栖止于故事，而不是

栖止于主要话语。 像他的其他行为一样，它们直接

与其他人物互动，而不是与受述者或隐含作者互

动。”在这两个不同的叙述层次中，叙述者和人物

各司其职，似乎没有交集，但五四小说中的某些片

段，却让他们之间有了对话的可能。
黎烈文《决裂》中“他”由于无法缴纳学费而向

父亲求救，但父亲的所作所为却激起了他内心的反

感：“他见了她，定要将她搥一个死，才能出一点怨

气，他怎能反去低声下气的向她纳降呢？ 他这时听

了他父亲的话，他真的想报他一大口唾沫。”“她”
指的是父亲的二房蔡金玉，“他”认为蔡金玉是父亲

抛弃“他” 和母亲的罪魁祸首，所以，“他” 无法和

“她”达成谅解。 “他”的内心始终有两个声音在缠

绕，一个是为了学业要忍辱负重的声音，一个是无论

如何也不能和“她”妥协的声音，但是在它们之外，
还有一个不被人注意的声音，一直在默默注视着

“他”的一举一动，并伺机对“他”的行为做出道德干

预。 不过，和传统的叙述干预不同，这一声音没有站

在叙述者的立场上发表议论，而是悄然融入人物言

语当中，通过第二个声音，表达出对“他”想要妥协

这一行为的强烈谴责：“他怎能反去低声下气的向

她纳降呢？”尽管这一声音是面向读者而发，但它更

像是叙述者和“他”之间的对话，是叙述者借用“他”
的第二个声音对“他”的严厉批评。

巴赫金曾说：“具有内在说服力的话语，是现代

的话语，是在同没有结束的现代打交道的区域里诞

生的话语，或者是加以现代化了的话语。”古代小

说中的直接引语受到权威叙述者的束缚，人物自我

意识很难产生。 五四小说的转述语突破了这一局

限，人物从传统“说书人叙述者”的控制中独立出

来，认识到自己的言语和他人言语之间的关联，并以

理性的思考从他人言语中识别出自我，发出具有自

我意识的“呐喊”。 在这层意义上，对话性质是五四

小说转述语的主要特征，它揭示了现代社会中人们

各种意识的复杂存在，是现代人生活的真实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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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五四小说中转述语的修辞效果

古代白话小说发展到五四时期已经延续千年之

久，它们之所以能在如此长的时间跨度里保持平稳

发展，的确有其高明之处。 从整体而言，古代小说的

修辞效果主要得益于巧妙的情节安排和布局，文本

的修辞效果在更大程度上依赖于作者的精妙构思。
五四小说中转述语已具有现代对话性质，它们的存

在有可能让小说的修辞不再单纯依靠故事的情节产

生，而是从言语本身出发，让小说的修辞效果呈现出

一种新的特征。
１．“杂语”
巴赫金认为：“对于生活在语言之中的人的意

识来说，语言并不是用规范的形式组织起来的抽象

的系统，而是用杂语表现的关于世界的具体见解。
所有的话语，无不散发着职业、体裁、流派、党派、特
定作品、特定人物、某一时代、某种年龄、某日某时等

等的气味。”每个人都生活在社会的杂语当中，但
只有在现代意义上的人出现之后，这一意识才能被

感知。 五四小说中的人物已经独立，转述语在此已

经成为由各类言语所组成的杂语世界。 作家不仅看

重他们每个人所说的话，而且重视这些言语所携带

的社会语境，五四小说因为它们的存在而容纳了丰

富的社会内容。
周全平《呆子和俊杰》中 Ｃ 君为人直率，不会委

曲求全，成为世人眼中的“呆子”，他想变得圆融，但
却苦于一直学不会，于是他责备自己：“为何那时我

再也按不住自己的火气呢？ 我不是想对于有力的人

表绝对的同情吗？ 我不是想要使他人称许为识时务

的俊杰吗？”成为他人眼中“识时务的俊杰”可以

看作是一个时代的社会里，普通人对人生价值的通

俗理解，但并非 Ｃ 君的价值判断。 人生的挫折让 Ｃ
君屈膝于这个人生信条，然而这一人生信条自有它

的运行体系，Ｃ 君要想“成功”，就必须在行为上自

觉遵守它的各种规则。 从表面看，“识时务的俊杰”
这样一种人生标准的声音，影响了 Ｃ 君的意识，构
成了小说的杂语现象。 从深层看，作家其实揭示了

作为现代主体成长的艰难和焦虑，即他们的独立不

仅仅体现在与传统的直接对抗上，而且体现在无法

冲破种种无形的观念束缚上。 正是由于这些社会杂

语的存在，使小说的人生书写由对个体的批判转向

了对社会的批判，从而具有了深刻的力量。

《阿 Ｑ 正传》中的阿 Ｑ 情况更加复杂，他虽然是

未庄的一名普通短工，但言语里却总夹杂着与其身

份不相符合的声音：王胡扭住阿 Ｑ 的辫子要打，他
赶紧说：“君子动口不动手”；小尼姑骂阿 Ｑ“断子绝

孙”，他忽然想到：“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若敖之鬼

馁而”；阿 Ｑ 被绑缚刑场，无师自通地喊出：“过了二

十年又是一个……”这几段话语均有明确的历史语

境，前两个是传统文化经典中的著名引文，后一个是

古代囚犯临死之前的壮语，它们通过阿 Ｑ 的转述声

音进入文本内部，构建了小说名副其实的杂语系统。
与此相适应，小说的批判也就不再仅仅是小说中的

人物和未庄社会，而是具有了更大的现实力量。
“杂语”的使用体现了五四作家对小说真实观

的追求。 与古代小说相比，五四小说对“真实”的理

解已有很大不同，如果说前者追求的是事实（材料）
上的真实，那么后者寻觅的则是作家思想情感上的

真实。 “作品里所描写的事实，应当是作者底经验、
思想、情感、想像等底范围以内的，不可虚伪，不可做

假。”“作者底经验、思想、情感、想像”当然不是虚

空的存在，而是存在于杂语般的语言形式之中。
“语言作为社会思想的真实而具体的存在，作为杂

语的见解，对个人的意识来说，正处于自己和他人的

交界线上。”可以看出，“杂语”和小说的真实性有

着并不引人注意的潜在关联，它是转述语带来的修

辞效果，也是五四小说对真实性追求的实践体现。
２．反讽

五四小说中转述语的对话性质不仅仅体现在相

互和谐的交流上，还体现在因观点不同而造成的冲

突和矛盾上。 就后一种而言，当某一种声音受知识

的局限而表现出某些不恰当的行为时，往往会遭到

另外一种声音的嘲笑或者讽刺。 考虑到这些冲突和

矛盾均发生在转述语声音的内部，所以，我们无法在

转述语之外寻找其他原因，与古代小说情节性的反

讽修辞不同，这是一种结构意义上的反讽修辞。
《阿 Ｑ 正传》中的转述语就很好地体现了这一点：

　 　 这王胡，又癞又胡，别人都叫他王癞胡，阿

Ｑ 却删去了一个癞字，然而非常藐视他。 阿 Ｑ
的意思，以为癞是不足为奇的，只有这一部络腮

胡子，实在太新奇，令人看不上眼。 他于是并排

坐下去了。 倘是别的闲人们，阿 Ｑ 本不敢大意

坐下去。 但这王胡旁边，他有什么怕呢？ 老实

说：他肯坐下去，简直还是抬举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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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阿 Ｑ 坐在王胡旁边的一段自由间接引语。
对于受过赵太爷和闲人们欺负的阿 Ｑ 来说，他早已

在众人面前失去做人的尊严，但他一直坚持不懈地

用精神胜利法找回失去的面子。 对于王胡他优越感

十足，但这种优越感到底有多大，他并不真正知道，
他需要有一种坚定的他人言语承认他优于王胡。 在

末尾的转述语中，阿 Ｑ 的内心意识已经分裂成两个

声音，一个是胆怯之声，另一个是鼓励之声。 “倘是

别的闲人们”这句话已经表明，在未庄的等级社会

里，王胡不是居于中间位置的“闲人们”，这对于经

常受那些“闲人们”欺负的阿 Ｑ 来说，他不用再担心

王胡会像他们一样欺负他，这无疑是个很好的消息。
但问题是，阿 Ｑ 意识中的鼓励之声无法替代现实生

活中的他人话语，这个他人话语就是未庄社会的等

级话语，所以，尽管这一声音给予阿 Ｑ 很大鼓励，但
效果并不显著，因为阿 Ｑ 更想得到他人话语的认

可，即未庄话语秩序的认可。 换言之，阿 Ｑ 希望在

这件事情上获得未庄话语权威的认定，即他坐在王

胡旁边是合法的。 叙述者的悄然介入解决了这一难

题，他以外来者的身份接过鼓励的声音，仿佛是他人

话语的降临，他一边反问阿 Ｑ：“但这王胡旁边，他有

什么怕呢？”一边向阿 Ｑ 呼吁：“他肯坐下去，简直还

是抬举他”，一举驱散了阿 Ｑ 内心的犹豫。
这些言语都是阿 Ｑ 内心的声音，它们以不同的

面貌呈现在阿 Ｑ 的意识当中，没有越出他的自我意

识之外一步。 在这层意义上，他人言语根本就不是

现实等级话语的真正代表。 转述语在这里制造了逼

真的模拟，它的逼真性让阿 Ｑ 相信他的行为已得到

权威话语的认可，但事实上促使他做出决定的还是

他自己。 阿 Ｑ 最终遭到王胡的暴揍，他怎么也想不

明白其中的道理，反倒把责任推到日益减弱的权威

话语身上：“他现在竟动手，很意外，难道真如市上

所说，皇帝已经停了考，不要秀才和举人了，因此赵

家减了威风，因此他们也便小觑了他么？”经过这

段话语分析，我们可以看到，阿 Ｑ 尽管处于底层的

身份，但是作家并没有从他的胸无点墨的文化程度

上打主意，而是将他在认知结构上的缺陷通过转述

语大胆地暴露出来。 从这一点看，小说的反讽修辞

不因情节而生，所以，它反讽的对象就不再仅仅指向

小说的主人公阿 Ｑ，而在更大程度上指向了具有像

阿 Ｑ 那样认知结构的现代人。
与《阿 Ｑ 正传》不同，叶圣陶的《一包东西》展现

的是另一个维度上反讽修辞。 小说全文几乎都是关

于它的主人公一名“校长”的转述语，这位“校长”准
备坐车回校，正好碰见同事老李，老李托他捎了一包

东西，但没想到正好撞见警察的检查，他唯恐这是一

包装有反动宣传的东西，所以，他跳下车之后踏上黄

包车就走，一路上都担心被警察撵上，一路上都在揣

摩包裹里装的是什么东西：
　 　 他自信已经知道这一包是什么东西了，比
解开看还要清楚。 多年来老李干的什么事业是

知道得很清楚的……他手里揣带的东西，还有

别的吗？ 不是制服魔的方略，便是他们罪状的

宣告书。 现在这一包，方方的，是坚厚的纸张，
那一定印着一个横倒的非常难看的尸体，胸口

有糢糊的一滩；就是新近给魔残害了的一个。

这段转述语中始终有两个声音在干扰“校长”，
一个是居于弱势的声音，它认为这是一包正常的物

品；另一个是强势的声音，认为这是一包反动的宣传

材料。 叙述者没有从外面干预人物言语，而是介入

主人公的意识当中默默观察，他虽然不发表直接的

建议，但有着明显的情感倾向。 虽然最终的结果让

主人公大失所望，但是在这段转述语中，由于叙述者

理性立场的参照，主人公在认知结构上的主观缺陷

已暴露无遗。 叶圣陶把小说主人公内心杂乱的言语

梳理得整整齐齐，不似人物意识的自觉流露，作家借

助人物内心的理性表达，以转述语的方式展现了现

代主体在认知上的缺陷。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看出，“杂语”和反讽是转述

语产生的较为明显的修辞效果。 就前者而言，五四

作家已普遍明白不可能有纯粹的人物言语存在，他
们的声音无论如何都是一种混合音，是潜在地包含

了他人言语的存在。 所有的转述语，哪怕是直接引

语，都无法保证所引言语的纯洁性。 所有这些，决定

了现代小说已不可能再像传统小说那样，只有叙述

者的独白，而是充满了多种声音、多种语调的杂语般

的众声合奏。 就后者而言，五四小说中的杂语性质，
凸显了现代主体在认知上的有限性。 既然权威已经

成为历史，那么，依靠人类主体知识性不足而产生的

反讽修辞也就失去了合法基础。 而转述语的现代形

式依靠其对话性质，展现了现代主体在成长过程中

的认知问题，由此所呈现出的反讽修辞不再将其对

象限制于某一位个体，而是将其面向认知结构本身，
反讽因此也成为现代小说中一个重要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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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语

五四作家变革传统叙述模式的资源来自西方小

说，较多人的西方留学经历可能更有益于拓展五四

作家整体的知识视野。 他们对西方小说理论的自觉

学习，既可对古代小说的种种弊端一语中的，也可对

清末小说变革的失败经验提出批评。 如周作人在考

察清末文学的译介问题时就说：“除却一二种摘译

的小仲马《茶花女遗事》托尔斯泰《心狱》外，别无世

界名著。 其次司各得、迭更司还多，接下去便是高能

达利、哈葛得、白髭拜、无名氏诸作了。 这宗著作，果
然没有什么可模仿，也决没人去模仿他；因为译者本

来也不是佩服他的长处；所以译他。 所以译这本书

者，便因为他有我的长处，因为他像我的缘故。 ……
不肯自己去学人，只愿别人来像我。”倡导“模仿

他”式的翻译，即是要求五四作家“真心的先去模仿

别人。 随后自能从模仿中，蜕化出独创的文学来”。
有如此清晰的理论诉求的当然不止周作人一人，沈
雁冰、郁达夫、瞿世英、吴宓等也都有相似的追求。
在这样的理论氛围下，五四作家很难再萌发向传统

学习的想法，而纷纷转向西方现代小说，期望从中学

到更能表达新思想的艺术形式。 五四小说中转述形

式的变革离不开这一背景，由于新的转述形式无法

产生于传统，所以，它的每一种形态的出现，都可看

作是作家向西方现代小说学习的结果。
但是从价值层面考虑，五四小说中的转述语则

又必须和古代小说发生关联。 前文曾述，五四小说

的转述语充分体现了言语民主，无论是在多种样态

的直接引语当中，还是在各种自由式的引语当中，言
语主体之间的交流都呈现出鲜明的对话色彩，体现

出相互尊重、相对平等的人格姿态。 这种姿态有力

地解构了古代小说中“说书人叙述者”的权威性，让
五四小说在尊重不同言语主体话语权的同时，出现

了多声部现象，进而使小说在话语层面具备了现代

民主意义上的“杂语”性质，这正是五四小说与传统

小说根本的区别之处。 换句话说，五四小说转述形

式的价值是通过对古代小说转述方式的纠正，以及

在对古代小说叙述模式的突破中产生的，这意味着，
转述语的现代价值无法由它自身呈现，我们只能依

靠它对传统小说反抗的程度去评论它的历史贡献，
去界定它的现代价值。

注释

①［法］杰拉尔·日奈特：《论叙事文话语———方法论》，张寅德：《叙
述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８９ 年，第 ２６１ 页。 ②鲁迅：
《鲁迅小说集》，人民文学出版社，２０００ 年，第 ２３、７４—７５、７６ 页。 ③
⑥鲁迅：《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
１９３５ 年，第 ３１６、３９９ 页。 ④郑伯奇：《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三

集》，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１９３５ 年，第 ３７、３２５ 页。 ⑤叶圣陶：《叶
圣陶代表作》，河南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２ 年，第 １０８ 页。 ⑦胡亚敏：《叙
事学》，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４ 年，第 ９６ 页。 ⑧申丹：《对自由间

接引语功能的重新评价》，《外语教学与研究》１９９１ 年第 ２ 期。 ⑨陈

平原、夏晓虹：《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一卷（１８９７—１９１６），
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９ 年，第 ９４ 页。 ⑩严家炎：《二十世纪中国

小说理论资料》第二卷（１８１７—１９２７），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７ 年，第
４１０、３４２、５７ 页。 钱中文主编：《巴赫金全集》第三卷，白春

仁等译，河北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９ 年，第 １２４、１３０、７２、７２ 页。 茅

盾：《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一集》，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１９３５
年，第 ４７６—４７７、４９５、１４０ 页。 赵毅衡：《当说者被说的时候：比较

叙述学导论》，四川文艺出版社，２０１３ 年，第 １７７ 页。 丁玲：《丁玲

选集》，人民文学出版社，２００５ 年，第 ２５ 页。 ［美］西摩·查特曼：
《故事与话语———小说和电影的叙事结构》，徐强译，中国人民大学

出版社，２０１３ 年，第 １４９ 页。

责任编辑：采　 薇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ｔｈｅ Ｒｅｐｏｒｔｅｄ Ｓｐｅｅｃｈ ａｎｄ Ｉｔｓ Ｍｏｄｅｒｎ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 ｉｎ ｔｈｅ Ｍａｙ－４ｔｈ Ｎｏｖｅｌｓ
Ｍａ Ｚｈｉｊｕｎ　 　 　 Ｊｉｎ Ｈａｉｘｕｅ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ｈｅ Ｍａｙ－４ｔｈ ｎｏｖｅｌｓ ｂｒｏｋｅ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ｎａｒｒａｔｉｖｅ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ｏｆ ｔｈｅ ａｎｃｉｅｎｔ ｖｅｒｎａｃｕｌａｒ ｎｏｖｅｌｓ ｉｎ ｔｈｅ ｆｏｒｍ ｏｆ ｒｅｐｏｒｔｉｎｇ． Ｔｈｅｒｅ
ａｒｅ ｍａｉｎｌｙ ｆｏｕｒ ｆｏｒｍｓ： ｄｉｒｅｃｔ ｓｐｅｅｃｈ， ｉｎｄｉｒｅｃｔ ｓｐｅｅｃｈ， ｆｒｅｅ ｄｉｒｅｃｔ ｓｐｅｅｃｈ ａｎｄ ｆｒｅｅ ｉｎｄｉｒｅｃｔ ｓｐｅｅｃｈ． Ｔｈｅ ｒｅｐｏｒｔｅｄ ｓｐｅｅｃｈ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Ｍａｙ－
４ｔｈ ｎｏｖｅｌｓ ａｒｅ ｏｂｖｉｏｕｓｌｙ ｃｏｎｖｅｒｓ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 ｎａｔｕｒｅ． Ｔｈｅｙ ｆｒｅｑｕｅｎｔｌｙ ｏｃｃｕｒ ｉｎ ｔｈｅ ｉｎｎｅｒ ｗｏｒｌｄ ｏｆ ｔｈ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ｓ， ａｍｏｎｇ ｔｈ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ｓ， ｏｒ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ｎａｒｒａｔｏｒｓ． Ｔｈｅｙ ａｒｅ ｔｈｅ ｔｒｕｅ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ｏｄｅｒｎ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ｓｅｌｆ－ｃｏｎｓｃｉｏｕｓｎｅｓｓ． Ｔｈｅ ｒｅｐｏｒｔｅｄ ｓｐｅｅｃｈ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Ｍａｙ－４ｔｈ ｎｏｖｅｌｓ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ｌｙ ｃｏｎｔａｉｎ ｓｐｅｅｃｈｅｓ ｏｆ ｏｔｈｅｒ ｐｅｏｐｌｅ ｗｉｔｈ ｉｎｔｅｒｌａｃｅｄ ｄｉａｌｏｇｕｅｓ， ｗｈｉｃｈ ｄｉｓｐｌａｙ ｔｈｅ ｍｉｓｃｅｌｌａｎｅｏｕｓ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 Ｔｈｅ ｄｅ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ｏｆ ｔｈｅ ｍｏｄｅｒｎ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ｉｓ ｐｒｅｓｅｎｔｅｄ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ｒｅｐｏｒｔｅｄ ｓｐｅｅｃｈ． Ｔｈｉｓ ｋｉｎｄ ｏｆ ｉ⁃
ｒｏｎｉｃ ｒｈｅｔｏｒｉｃ ｗｈｉｃｈ ｄｏｅｓ ｎｏｔ ｄｅｐｅｎｄ ｏｎ ｔｈｅ ｗｏｎｄｅｒｆｕｌ ｐｌｏｔ ｈａｓ ｓｏｍ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ｈａｓ ａ ｍｏｒｅ ｍｏｄｅｒｎ ｃｏｌｏｒ．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Ｍａｙ－４ｔｈ ｎｏｖｅｌｓ； ｒｅｐｏｒｔｉｎｇ ｆｏｒｍ；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 ｓｐｅｅｃｈ； ｎａｒｒａｔｉｖｅ ｓｐｅｅｃｈ； ｍｉｓｃｅｌｌａｎｅｏｕｓ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ｉｒｏｎｙ

８５１

中州学刊 ２０２０ 年第 ５ 期


